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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快速推进并没有缩小城乡互联网应用差距,研究影响农民

互联网应用采纳的因素,对于制定有效的农村“互联网＋”推进策略具有重要意义.以北京

郊区７１２名农民的调查数据为依据,采用Logit模型和泊松模型,对农民使用互联网应用的

需求意愿和采纳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转移就业状况、对互

联网应用的认知感受对农民采纳决策和采纳强度有显著正向作用;非农就业收入和经营收

入对采纳强度影响显著,但对采纳决策没有显著影响;以往的信息化推广措施对农民采纳决

策和采纳强度作用有限.为此,应针对农民需求开发实用、易用的互联网应用,加强使用技

能培训,让农民从“互联网＋农业”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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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小农户”对接“大市场”普遍存在诸多问题,其中尤以信息不对称和销售不畅表现最为

突出[１].而信息通讯技术(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technology,ICT)改变了信息的生产和传

播方式,具有克服经济差异、地理距离障碍和知识分配不均等传统障碍的潜能[２],因此受到了世界各

国的重视.在我国,“互联网＋”战略一经推出,“互联网＋农业”即被视为改造传统农业,推动农业产

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３Ｇ４].经过近十年的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虽然城乡网络接入差距日益缩

小,但是互联网普及率差距却从２００８年的１８．６％增加到２０１５年３４．２％[５].这就提醒我们,城乡数字

鸿沟或许远比想象中复杂,且不仅仅是ICT 接入所能解决的问题.那么,农民能否或多大程度从

ICT设施普及中获益呢? 有人认为多年的普及使得农村信息化推广发展到了新阶段,对农村非网民

的转化难度越来越大[６Ｇ７],这些人已很难从中获益.也有人认为目前城乡网络覆盖差距和人口素质差

距仍是农村信息化应用的最大阻力[４,８].对导致农村网络应用落后的原因分析,上述两种观点都只

是基于对现象观察的思考判断,尚缺乏微观研究支撑.另外,以往有关农民对信息技术采纳行为的研

究多限于对二元选择(采纳或不采纳)的分析,缺乏对采纳强度的研究,对当前的政策制定者所能提供

的信息有限.
那么,在城镇化快速发展、城乡互联网接入差距日益缩小的今天,农民对互联网信息技术采用的

状况究竟如何? 农民对互联网应用采纳决策和采纳强度的影响因素究竟有哪些? 为此,本文拟以北

京郊区７１２名农民的调查数据为依据(选取北京郊区作为样本,是因为随着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京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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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已经实现了ICT设施的全覆盖,有代表性),分析和探讨这些问题,以期为我国今后制定“互联

网＋农业”的促进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文献综述

　　有关ICT技术的采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类是运用发展经济学技术扩散理论和计量工

具所进行的研究,另一类是基于理性行为理论所开展的研究分析.第一类研究认为,ICT技术和其

他农业技术一样,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用户群体,影响采纳的因素存在明显差异,
因而每一个研究都是独特的,会加深人们对技术扩散规律的认知[９].而且,如果干预措施得当,信息

技术可以成为缩减数字鸿沟的有效手段,反之则可能加剧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排斥[１０].如Sekabira等

在分析乌干达农村基于信息技术的市场信息服务(付费电话、移动电话、互联网、电子邮件和 VCD)采
纳研究中证实,影响普通农民和农村经纪人采纳的因素明显不同,而信息服务设施不足、流动资金约

束对两者都有显著的抑制作用[１１].其他的相关研究对象还包括移动电话[１２]、精准农业[１３]和手机银

行等电子金融服务[１４]等.
基于理性行为理论的ICT 采纳研究主要以应用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acceptancemodel,

TAM)和技术采纳与使用整合模型(unifiedtheoryofacceptanceanduseoftechnology,UTAUT)而
开展.这些研究通过测量诸如“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以及绩效预期、社会影响等在经济学研

究中视为内生的、无法观测的变量,分析影响采纳行为倾向的主要因素.虽然 TAM、UTAUT模型

有很强的解释力,但也仅限于揭示ICT产品技术特征和用户心理感受之间关系,而对如何设计干预

措施,提高技术扩散效率,提供的信息有限[１５].有研究者将针对ICT产品的接受模型融合到农业技

术采纳研究之中,来增强研究结果的解释力和对政策制定的借鉴意义.如吴丽丽等对农户劳动节约

型技术采纳[１６]、Adesina等对水稻良种[１７]、朱月季等对中国援非小麦苗床拓宽技术的采纳情况的研

究[１８]等.
但是,以往的采纳研究大多是针对单项技术,而很多时候,一项技术是由多个应用构成,如玉米丰

产技术由良种采纳、化肥施用、科学灌溉等部分组成,农户不是全部采用或拒绝,而是有选择地取舍.
因此,单纯地应用回归分析或二值概率模型无法对采纳强度进行分析,而计数模型可以达到这一目

标.如Isgin等对美国农场主对精准农业系列技术的采纳强度的研究[１３],Kirui对肯尼亚农村手机银

行服务采纳情况的研究[１４].而目前尚未见国内对农户ICT技术采纳强度开展类似研究.“互联网＋
农业”如火如荼,有必要对此做出尝试,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农户对ICT应用的采纳规律.

　　二、数据来源和样本描述性分析

　　１．变量选择

本文以综合效用最大化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TAM)为基础,选择外显变量和农户感知变量作为

备选的决策影响因素来分析.从农业技术采纳的研究文献来看,以往研究所提到的影响因素非常多.

Knowler等在回顾保护性农业技术采纳研究时总结指出有四大类１６７项变量出现在相关论文中,去
掉无重复的因素变量,常用的还有４６项,他们总结的四大类变量包括农民和农户特征变量(如年龄、
教育、风险偏好等)、农场生物特征变量(如面积、灌溉条件、土质等)、农场经营管理特征变量(如所有

权、产值、利润等)和外生变量(如投入品价格、农协会员资格等)[１９].实际上,变量的选择总是和所要

研究的技术的特点密切相关,如 Mariano等在研究菲律宾农民对水稻综合生产技术的采纳时选择了

农民个人特征、农地资产与资源、制度因素、技术推广、农业自然条件和农民行为六类特征变量[２０];而
吴林海等在分析水稻收获损失的主要影响因素时采用了农户特征、生产特征和作业特征三大类１５个

变量[２１].从ICT技术的采纳和扩散研究来看,所研究的因素主要包括农户个人及家庭特征(年龄、教
育、经验等)、农场特征(面积、经营状况、基础设施等)、资产状况(财产、农业收入、非农收入等)以及认

知因素(应用难易程度感知、创新性、对外来事物的开放性等)[１１,１４,２２].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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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技术背后的信息和风险已为人们所熟知,因为以往的风险和约束条件也会相应变化,影响决策的

因素及其边际效应是动态而变化的[２３].

２．数据来源及样本描述性分析

本文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５年７—８月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远程教育课题组对北京郊区３个区５４个村

７８３个农户的实地问卷调查.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在调查中以每户的受访者为对象了解互

联网应用情况,在剔除７０岁以上样本后共获得样本７１２人.调查内容涉及年龄、教育程度和家庭人

口统计信息、生产、就业和收入、财产等信息,以及对互联网应用的感受评价和采用情况.同时还向村

干部收集了样本所在村的基本特征和经济条件等数据,共涉及５类３２个变量数据,具体见表１.
表１　调查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全部样本

均值 标准差

采纳者

均值 标准差

非采纳者

均值 标准差

农户数量 ７１２ ３６６ ３４６
农民及个人及家庭特征变量

年龄 ５３．５６６ ９．８４８ ５０．３３１∗∗∗ １０．１２４ ５６．９８８ ８．２８３
性别(男＝１;女＝０) ０．８５４ ０．３５３ ０．８３９ ０．３６８ ０．８７０ ０．３３７
家庭人口数 ３．２１６ １．２４９ ３．１８８ １．０７８ ３．２４６ １．４０８
受教育年限/年 １０．１７７ ３．０９３ １０．９７５∗∗∗ ３．２２４ ９．３３２ ２．７０７
受教育程度(高中及以上＝１;高中以下＝０) ０．１７０ ０．３７６ ０．２６５∗∗∗ ０．４４２ ０．０６９ ０．２５４
家庭受教育程度最高者(高中及以上＝１;
高中以下＝０) ０．４１４ ０．４９３ ０．５１４∗∗∗ ０．５００ ０．３０９ ０．４６３

家庭劳动力数量 (１４岁＜年龄≤６０岁) ２．４４８ １．２５０ ２．５６３∗∗∗ １．０６７ ２．３２７ １．４０８
务农时间/月 ３．０７９ ４．４５８ ２．５４９∗∗∗ ４．１４６ ３．６３９ ４．７０８
非农工作时间/月 ７．５５７ ６．６８８ ８．４０７∗∗∗ ５．００６ ６．６５８ ８．００５
社会资源与经验

是否村干部 ０．１７１ ０．３７７ ０．２０５∗∗ ０．４０４ ０．１３６ ０．３４３
是否党员 ０．５７９ ０．４９４ ０．５５７ ０．４９７ ０．６０１ ０．４９０
月手机费支出/元 ７１．１９４ ７０．８２２ ８８．８８０∗∗∗ ７８．２２２ ５２．４８６ ５６．３９６
家庭财产及个人财务情况

耕地面积/亩 ３．７３５ ９．８０４ ４．００８ １１．２４６ ３．４４６ ８．００８
家庭计算机数量/个
(含台式机、笔记本及平板电脑) １．１２５ ０．８５２ １．２０８∗∗∗ ０．８４７ １．０３８ ０．８４９

家庭财产值的对数 ７．９７０ ５．７２３ ９．２６４∗∗∗ ５．２８１ ６．６０２ ５．８６０
家庭年均互联网接入费支出/元 ７３０．５５０ ６１８．８１０ ８８３．７０５∗∗∗ ５８１．０４０ ５６８．５４０ ６１７．０７０
个人非农就业年收入的对数 ６．６７９ ２．９４５ ７．２８１∗∗∗ ２．２２８ ６．０４２ ３．４０６
家庭年度总收入的对数 １０．７２７ １．３４２ １０．８９９∗∗∗ １．１２８ １０．５４６ １．５１７
家庭年经营收入的对数 ５．６９１ ４．４１６ ４．７５７∗∗∗ ４．５１３ ６．６７８ ４．０９１
家庭上年度培训支出/元 ２６７．８５０ １５８４．７００ ４１３．２６２∗∗ ２１１８．９００ １１４．０３０ ６１５．７９０
村级变量

常住人口数 １１１６．３ １２５４．２ １０５０．１ １２０７．５ １１８６．４ １２９９．９
有线电视开通年限/年 ４．２２８ ４．８６９ ４．４５１ ４．８５１ ３．９９１ ４．８８３
是否建有远程教育站点 ０．４１７ ０．４９３ ０．４４５ ０．４９８ ０．３８７ ０．４８８
开发占地面积/亩 ４２１．４００ ４９２．３３０ ４２７．６４０ ５１１．３６０ ４１４．７９０ ４７２．０１０
本地非农就业平均月收入的对数 ７．３７９ ２．１００ ７．６０１∗∗ １．７９６ ７．１４４ ２．３６０
距交通主干道距离/公里 ２．２１６ ５．２４８ ２．７８２∗∗∗ ６．６９３ １．６１７ ２．９４４
距县城中心距离/公里 １８．５２８ １７．１６５ １８．２０６ １６．８６８ １８．８６９ １７．４９２
技术感知变量

太忙没时间用 ２．６３９ ０．９１９ ２．６２０ ０．８９８ ２．６５９ ０．９４１
易于使用 ２．４６６ ０．８９５ ２．６２６∗∗∗ ０．８８８ ２．２９８ ０．８７２
对我的生产、工作有帮助 ２．２７１ １．８８１ ２．７８１∗∗∗ １．８３３ １．７３１ １．７７９
对ICT应用感兴趣 ３．５９０ ３．０７７ ３．８４７∗∗ ４．１１３ ３．３１８ １．２１５
方便了解政策、技术信息 ３．９４４ ０．７７７ ４．０５７∗∗∗ ０．７６９ ３．８２４ ０．７６９

　注:应用方差膨胀因子 (varianceinflationfactor,VIF)检测显示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采纳与非采纳样本由tＧtest比较,∗ 、∗∗ 、
∗∗∗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 、１％ 水平上显著.技术感知变量采用五点法赋值.

　　表１显示:被调查农民,平均５３．５７岁,受教育１０．１８年,非农工作时间７．５５个月以上,月均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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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支出７１．１９元.户均人口３．２２人,耕地面积３．７４亩,家庭电脑已经普及,年网费平均支出７３０．５５
元.所在村常住人口平均１１１６．３０人,有线电视平均已开通４．２３年,距交通主干道平均距离２．２２公

里.这些特征和当前京郊居住农村的农民主体特征相近.
从互联网应用采纳用户和非用户的特征来看,使用者和非使用者差异明显.在总共３２项调查内

容中,有２２个差异显著,尤其是个人、家庭特征数据以及个人感知数据中都有８０％差异显著,而７个

村级数据中仅有２个差异显著.整体上看,采纳者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每年务农时间更短,家庭

经济条件更好.
本次问卷调查询问了受访农民的互联网应用情况.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一半(５１．４０％)的农民使

用了至少一种互联网应用,但无论是从网民应用比例还是全国人口的相关互联网应用的使用比例来

看,都是偏低的.其中使用最多的应用是 QQ,也是唯一超过１/３(３３．７１％)网络应用软件,其次是微

信(２４．７２％),科技部和农业部在全国农村大力推广的１２３９６/１２３１６网络综合服务应用排名第三,占
到了１８．４０％,另外依次是电子邮件和微博,都在一成左右.具体使用情况以及与全体网民及全国总

人口的采用对比见表２.
表２　互联网应用说明

互联网应用 全国总用户/亿 全体网民中普及率/％ 总人口中普及率①/％ 调查农民中的使用人数 采纳率/％

１．QQ ６．０６ ９０．９ ４４．３ ２４０ ３３．７１

２．微博 ２．０４ ３０．６ １４．９ ６５ ９．１３

３．微信 ５．４０ ９１．０ ３９．５ １７６ ２４．７２

４．电子邮件 ２．４５ ３６．７ １７．９ ９６ １３．４８

５．网络咨询

１２３９６/１２３１６②
— — — １３１ １８．４０

　注:①以２０１４年人口普查数据全国总人口１３．６８亿计算.②此应用无需客户端或注册,因此无用户数量统计.另１２３９６/１２３１６分

别由科技部、农业部组织应用推广服务,在北京郊区乃至全国农村都有较大影响.提供专家在线、电话语音、网络信息、视频交

互咨询答疑,科技、政策、法规知识咨询服务.

　　三、农民采纳互联网应用的影响因素分析模型

　　农民使用各项互联网应用的意愿取值为０和１,是二分类变量,通常采用Logit与Probit模型,本
文选用Logit模型.同时,各项应用之间关联性小,不存在替代和引入关系,能够满足计数模型有关

各技术采纳相互独立的假设,我们更关注他们采纳了多少种应用,因此应用泊松模型来分析影响农民

采纳强度的因素.模型形式如下:

Ai＝β０＋βiCi＋β２Ri＋β３Fi＋β４Vi＋β５Pi＋εi (１)

Ni＝β′０＋β′１Ci＋β′２Ri＋β′３Fi＋β′４Vi＋β′５Pi＋ε′i (２)
在模型(１)中,Ai是二值虚拟变量,代表第i个农民是否采纳了信息技术应用.模型(２)中,Ni代

表第i个农民对互联网应用的采纳强度,即采用了多少种应用,具体取值分别为０~５共６个整数值.
模型(１)和模型(２)右边的变量均相同,其中Ci是农民个人及家庭特征变量,Ri是经验和资源变量,Fi

是家庭财产及个人财务变量,Vi是村级社区变量,Pi是个人感知变量.模型中βi和β′i分别是方程

(１)和(２)的待估参数,εi和ε′i则是随机误差项.

　　四、结果与分析

　　运用Stata１４．０统计软件分别对３２个变量进行分层逐步Logit回归以及Poisson回归,用信息准

则比较和似然比检验进行模型设定检验.两种回归模型都是先加入外显变量,再加入感知变量,即对

３２个全部变量进行逐步回归,然后通过 AIC/BIC值和拟R２值进行模型选择.两种模型结果都显示

加入了感知变量后,信息损失更小,解释力更强,而且似然比检验拒绝了感知变量参数为零的假设,因
此,在表３中列出了最后选择模型的结果,并就此结果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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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采纳决策和采纳强度的模型估计

变量

logit回归

估计系数
(标准误)

边际效应a

(标准误)

Poisson回归

估计系数
(标准误)

边际效应a

(标准误)

年龄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７∗∗∗ －０１２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

受教育程度 ０．８５５∗∗∗ ０．２０２∗∗∗ ０．３９４∗∗∗ ０．２９０∗∗∗

(０．２８１) (０．０６１) (０．０８９) (０．０６６)

家庭资产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７)

转移就业情况 －０．５９７∗∗∗ －０．１４８∗∗∗

(０．２０８) (０．０５１)

家庭年度总收入 ０．０９９∗∗ ０．０７３∗∗

(０．０４４) (０．０３２)

个人非农就业年收入 ０．０４９∗∗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６)

家庭资产 ０．０５７∗∗∗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５)

家庭耕地面积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３)

家庭年经营收入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家庭年均互联网费支出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月手机话费支出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距交通主干道距离 ０．０３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是否建有远程教育站点 －０．３７７∗ －０．１００∗ －０．２７２∗∗∗ －０．１９７∗∗∗

(０．２１２) (０．０５２) (０．０８７) (０．０６２)

开通有线电视年数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６)

开发占地面积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感知兴趣 ０．１９３∗∗ ０．０４８∗∗

(０．０９５) (０．０２４)

感知有用性 ０．２３３∗∗∗ ０．０５８∗∗∗ ０．０９５∗∗∗ ０．０７０∗∗∗

(０．０６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０)

感知易用性 ０．３５１∗∗∗ ０．０８７∗∗∗ ０．２３５∗∗∗ ０．１６１∗∗∗

(０．１０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１)

感知便捷性 ０．２５０∗∗ ０．０６２∗ ０．２２６∗∗∗ ０．１５４∗∗∗

(０．１３４) (０．０３３) (０．０５５) (０．０４０)

Waldchi２(１４)＝２３０．３３０ LRchi２(１３)＝４１６．１５０
PseudoR２＝０．２３４ PseudoR２＝０．２００

AIC ７８６．１５１ １６９４．８１１
BIC ８５４．６７２ １７７２．４６８

　注:∗∗∗ 、∗∗ 、∗ 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水平上显著.a:MEM 法测算,对虚拟变量应用有限差分.

　　从表３可以看到,共有１３项变量对是否使用的决策有显著影响,有１５项变量对采纳强度有显著

影响,而且这些因素差异较大.
第一,一些对采纳决策影响显著的因素,对采纳强度影响不显著.如家庭耕地面积、兼业情况、感

知兴趣等;而原有不显著因素,开始对采纳强度产生显著影响,如个人非农就业收入以及部分村级资

源、制度变量等.这说明,互联网应用采纳决策和农业技术采纳决策特点不同.许多农业技术的采纳

决策和采纳强度决策是同时进行的,如化肥的使用面积、节水灌溉技术的组合等;而互联网应用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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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采纳决策和使用强度决策是分开的,因而影响因素不同.从这一点来看,应用泊松模型分析互联网

应用采纳是适宜的,因为计数模型的前提是采纳决策和应用强度决策是分离的.
第二,虽然有些变量采纳者和非采纳者差异显著,但并不是影响采纳决策及使用强度的显著因

素.如家庭劳动力人数,而且有些因素在预料之外,如家庭计算机数量.这可能是基础设施普及到了

一定程度后(如北京郊区农村计算机户均超过１台),这种类型的资源优势已经不再对进一步互联网

应用采纳产生显著影响.
第三,在个人因素中,教育层次、转移就业状况是影响采纳及采纳程度最大的因素.对于教育层

次来说,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农民,采纳可能性增加２０．２％.另外,也以受教育年限做了测算,影响并不

显著.从城镇化发展相关指标来看,完全非农就业比务农或兼业农民采纳互联网应用的可能性增加

１４．８％,说明城镇化发展,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的转移能够促进新型互联网应用推广.而且许多

反映城镇化影响和个人收入的因素对采纳强度的影响显著,如个人非农就业收入、家庭总收入、家庭

经营收入等.与采纳决策相比,说明已经不只是是否融入二、三产业的城镇化,而是融入和参与的程

度对采纳程度发挥着决定作用.
第四,以往的信息化公共工程对新型互联网应用的采纳和应用强度都有负向作用.村里建有远

程教育站点可以降低采纳概率１０．４％,对采纳强度也具有负向作用,而开通有线电视年数对采纳强度

也具有负向作用.可能的解释是远程教育设置的主要政策目标是消除城乡信息鸿沟,带有一定的“信
息扶贫”性质,因而建设运转的村基础可能就较为薄弱.另外就是其建立对互联网应用具有一定替代

效应,从而降低了采纳的可能性.而北京有线电视已实现数字化,因此可能和远程教育站点一样,对
互联网应用有某种程度的替代效应,影响了村民的采纳强度.

第五,家庭信息消费强度对采纳决策和使用强度都有显著促进作用.目前,京郊农村已经基本实

现网络全覆盖和手机普及,因此ICT硬件资源已无法对采纳决策形成显著影响,但反映家庭信息消

费强度的指标(如网络接入费、手机话费)对采纳决策和采纳强度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

第六,内在感知变量对采纳及采纳强度有显著的正效应,尤其是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的影

响.没有显著影响的感知因素是“认为工作生活忙碌耽误使用这些应用”.这个变量有些类似于农业

技术采纳中的农户风险偏好类型,因为这些互联网应用都是免费的,但需要花费一定的学习时间.认

为忙碌而不用的可以属于风险厌恶型,但模型测量显示风险偏好类型对互联网应用采纳影响并不

显著.
第七,是否村干部、是否党员等这些传统上衡量经验和信息源的变量对互联网应用采纳并没有显

著影响,说明传统的交流方式和渠道对互联网应用采纳未有显著作用.而与更大半径的外界交流、学
习强度(从手机话费、网费支出)对采纳决策有显著的正影响,这也进一步侧面印证了农村加速城镇化

过程中的影响.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对 “互联网＋”背景下影响北京郊区农民对互联网应用的采纳决策及采纳强度的因素进行

了量化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对互联网应用的采纳决策和采纳强度决策是分别做出的,因此影响因素

存在差异.但无论是采纳与否还是采纳多少的决策,体现城镇化发展、从第一产业到二三产业转移的

因素的影响更加凸显.因而“互联网＋农业”不是给农村空投下一批新的ICT技术就能让农业插上

翅膀,而是要放在推动城镇化发展的背景之下,通过促进农民从中获益、获得良好应用体验后,才能使

新的互联网应用落地生根.
本文研究表明,在农村信息化发展到新阶段,互联网推广的形式和方法需要进一步的优化.一些

过去常用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配电脑、补贴专用手机等硬件为主的措施对农民深度采纳和应用

ICT技术帮助有限.信息化公共设施建设可能会对弥合城乡数字鸿沟或降低农村内部的信息落差有

帮助,但对进一步普及新的互联网应用没有帮助,而增加诸如操作培训和宣传、针对性改进互联网应

用的操作体验和实用性等“供给侧”优化会产生更为显著的作用.同时,本文的研究再一次证明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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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及以上程度教育对互联网普及的重要促进作用.这并没有否认普及义务教育的基础性作用,但
让农业、农村与“互联网＋”深度融合的战略显然对农民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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